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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项基础性研究，一直受到相关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但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内

部构成和强度结构往往被忽略。文章运用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农民

工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结果显示，基于资源提供的农民工的情感性、工具性和交往性网络的构成模式存在

较大差异；地缘关系不再是农民工维持社会网络边界的依据，友缘关系成为农民工的重要依赖资本；农民工整体

上与城市居民处于隔离状态，存在普遍的强弱关系不平衡效应；农民工的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经济地位特征对

其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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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文献回顾 

 

(一) 问题的提出 

社会网络是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因互动而形成的相

对稳定的关系体系[1]，关注的是成员之间的互动和联

系，它构成了人与人连接的基本形式，同时也是社会

保障体系之外的社会援助体系。借助于社会网络，个

体可获得情感支持、实际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获取

有关工作、生活方面的指导、建议和信息，从而对个

体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2]。尤其是在当前正式制度

支持缺位或不足的语境中，人际关系网络是流动农民

工获取资源和社会支持的重要渠道，也是农民工融入

城市的主要依赖资本和路径。“农民工进城的同时也是

一个不断地重新构建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网的过

程”[3]，跨地域、职业和阶层的流动极大拓展了农民

工的社会经济活动范围，业缘、友缘、趣缘等连接纽

带被纳入生活实践，“农民工在城市所建立的这种新的

社会联系愈多，他们整合于和融入他们所在的那个城

市社会的程度似乎就愈高”[3]。从这个意义上讲，社

会网络的重构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意涵，融入城市

社会关系网络是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重要标志。因此，

对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进行专门的学术性研究、提出专

业性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 

走出农村、脱离乡土生活场域的流动农民的社会

关系网络具有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的双重特征，

一方面，强关系存在于农民工流动、生活和交往的整

个过程，他们的信息来源、找工作的方式、行为方式

和交往方式都更多地依赖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

关系网络[4]，使农民工社会网络整体上呈现“规模小、

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网络资源含量较    

低”[5]的特点；另一方面，社会流动的基本事实对农

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产生持续影响，生活场域和职业

场所的高流动性使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处于不断的

裂变和重构状态，具有高异质性的弱关系逐渐进入生

产和生活实践，成为农民工城市适应和社会融入的有

效路径。那么处于裂变之中的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内

部结构怎样？在“强关系——弱关系”视域下又会呈现

何种特征？除了受现代化、城市化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

外，还存在哪些影响因素？这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二) 相关文献回顾 

1. 关系强度——社会网络分析的重要范式 

    “网络分析在社会关系层次上将微观个体和宏观

结构联系起来。”[6]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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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弱关系的力量》被认为是社会网络研究的重要文

献，通过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调查研究，他将个体(个

人、组织)之间的关系按照互动频率的高低、感情力量

的深浅、亲密程度的强弱、互惠交换的多少四个指标

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7−8]。强关系产生于性别、年龄、

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

的个体之间，而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相对不同的

个体之间发展而来。不同类型的关系在人与人、组织

与组织、个体与社会之间发挥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因

为弱关系的分布范围更广，通过弱关系更能跨越群体

去获取信息和资源，实现信息在不同群体间的流动，

相较而言，弱关系可以创造例外的社会流动机会，而

且他认为，人们是出于理性的需要才去发展和使用弱

关系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弱关系充当信息

桥”的判断，这是他“弱关系力量”假设的核心依据。 

林南在其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中发展和修正了格

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他认为在分层社会结构中，

通过弱关系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跨阶层流动，如果弱

关系对象处于更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它将比强关系带

给行动者更多的资源，社会网络的异质性、成员的社

会地位和成员间关系的力量决定着个体所拥有社会资

源的多少[9]。边燕杰将关系力量研究引进了国内学术

领域，他分析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求职过程中社会

网络的运用，认为通过求职者个人社会网络流动的是

工作分配决策人的影响力而不是就业信息，在工作分

配中，人情关系的强弱将引起分配结果的明显差异，

工作更多地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获得[10]。 

2. 裂变与重构：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变迁 

社会网络研究在国内的起步较晚，对流动农民工

的社会网络研究是其中一个热点议题。李培林通过实

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在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过程中工具

性地运用了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亲缘关系网络”存在

于他们流动、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制度安排的惯

性造成了农民工生活地域边界与社会网络边界的背 

离[4]。天然性、同质性和乡土性是农民工社会关系网

络的特点[11]，传统“差序格局”式的社会网络降低了

农民工进入和适应城市生活的成本，但却难以提供城

市资源，重构社会网络成为融入城市社会的必然[12]。

渠敬东采用农民工生活轨迹的“生存——发展”分析

框架，考察了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认为在生

存阶段，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强关系”提供了农

民工在城市立足的重要社会资本；在发展阶段，除了

“强关系”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外，农民工还必须利

用具有异质成分和制度因素的“弱关系”，寻求在城市

生活中发展的信息、机遇和资源[13]。李汉林认为“农

民工在城市所建立的这种新的社会联系愈多，他们整

合于和融入他们所在的那个城市社会的程度似乎就愈

高”[3]，因此，积极拓展“弱关系”网络，形成“强

关系——弱关系”结构合理的新的“差序格局”，对有

序推进农业专业人口市民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另外，

已有文献中对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实证研究具有突出的

数量化特征，相关学者将社会网络作为研究对象或影

响变量，对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5−6]、生育性别

偏好[14]、社会排斥感[15]、城市适应[16]、生活满意度[17]、

城市认同[18]、社会融合[19]等做出了良好的解释。 

目前关于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探讨已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但相关研究大多停

留在描述性分析阶段，缺乏更深层次的解释；重视农

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整体特征分析，缺少内部结构研

究。本研究运用定量分析方法，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

网络变迁入手，探讨在以发展弱关系为目标的分析框

架内，农民工人际关系网络的内部构成和强度结构，

并对其可能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讨论，在此基础上提

出对策思考。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 2012年 6月至 9月进行的湖

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融入社区、融入企业、融入学

校)状况调查，该调查的抽样总体为湖南省地级市所有

流动农民工，即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事非农职业，

但仍持农村户籍，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

者。为确保抽样的准确性和样本代表性，此次调查从

湖南省的 14个地级行政区中抽取了 7个地级市(长沙、

株洲、湘潭、岳阳、娄底、衡阳和湘西州)，并以 PPS

抽样随机抽取了 10 000 个样本。此次调查共收回有效

问卷 9 987 份，删除含有本研究所用变量为缺失值的

个案，最终得到 9 179 个样本用于统计分析。此次调

查内容包括农民工个人基本信息、就业、子女教育、

社区融入等多方面信息，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资

料。从样本的基本分布来看，此次调查对象以地域内

流动为主(60.18%)，非本地市户籍的占 39.82%；性别

结构中男性占多数(60.18%)；未婚或同居的占 30.79%，

大多数已有婚姻经历(68%)；有务农经历的有 6 669 人

(72.7%)，“乡土气息浓郁”的农民工占多数，对处于

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二元结构中的流动劳动力有

很强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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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变量及其操作化 

1. 因变量：情感性网络、工具性网络、交往性   

网络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关

系网络的内部构成和关系强度，社会关系网络作为正

式福利制度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工城市的生

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支持，按照农民工从中

获取的具体支持内容对其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类型划

分，具有充分的理论传统和现实价值。范德普尔将个

体从社会网络获取的支持分为情感支持(与配偶有矛

盾时舒解 、精神安慰、重大事项咨询)、实际支持(家

务劳动 、患病时帮助、借钱、借生活日常用品 、帮

助填表)和交往支持(一同外出、拜访)三大类型[2]；张

宏文、阮丹青从财务支持和精神支持两个方面分析了

我国城乡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20]；王毅杰、童星把流

动农民的社会支持网络分为情感支持、工具支持和交

往支持三种，并操作化为 7 个问题进行了测量和分  

析[5]。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调查情况，本文以农民

工从关系网络中获取的社会支持为切入点，将农民工

的社会关系网络划分为“情感性网络”“工具性网络”

和“交往性网络”三种类型，分别对应于问卷中“当

心情不好时，想找人谈谈，您会找谁来谈？”“当经济

上有困难时，您一般向谁借钱？”和“在城市，您经

常交往的对象是？”三个问题，要求被访者从“亲戚”

“老乡”“同事”“朋友”“城市当地居民”和“其他”

六种关系类型中选择一个来回答。 

关系强度命题是社会网络研究的重要议题，格兰

诺维特根据互动频率的高低、感情力量的深浅、亲密

程度的强弱、互惠交换的多少将个体与网络成员之间

的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认为强关系产生于性别、

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

征相似的个体之间，而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相对

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而来；边燕杰根据再分配体制下

的人际关系特征，将求职者的社会关系分为相识、朋

友和亲属三类，并把前者定义为弱关系，后两者界定

为强关系；王毅杰、童星则仅将亲属关系称为强关系，

而把朋友关系作为中间型关系；也有学者在对农民工

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研究时将亲缘和地缘关系作为强关

系，把友缘和其他关系归为弱关系。[14, 19, 21-23]为深入

观察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力量差异，本研究将问卷

设计的六种答案进行连续化处理，分别赋值为 1=亲

戚；2=老乡；3=朋友或其他；4=同事；5=城市当地居

民，分值从低到高代表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

渐进变化，得分越高代表农民工“情感性网络”“工具

性网络”和“交往性网络”的关系类属是“弱关系”

的可能性越大。 

2. 自变量：个人特征、流动特征、经济地位特征 

结合以往研究经验，文章将从个人特征、流动特

征和经济地位特征三个方面来分析农民工社会关系网

络重构的影响因素。其中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

婚姻经历、受教育水平和职业资格证书获得五个指标；

流动特征用流动距离、流动时间、职业稳定性和居住

稳定性四个指标来描述，其中流动距离用“是否持本

地市户籍”来测量，流动时间是指进城务工时间，职

业稳定性和居住稳定性分别操作化为在务工地“是否

换过单位”和“是否换过住处”的二分变量； 经济地

位特征包括平均月收入(取对数)、工作岗位两个指标，

其中工作岗位赋值为 1=管理人员；2=技术工人；3=

普通员工。变量的描述性分析见表 1。 

(三) 分析方法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网络的

关系结构和关系强度，为此文章先描述分析农民工三

种社会网络的关系类型分布，然后再建立多元线性回

归模型检验影响农民工不同类型社会关系网络强度的

因素。具体模型为： 

5 4 3

1 1 1
+ +i i j j k ki j kY a b b b   

  
      

其中 Y是因变量，代表农民工的情感性网络、工

具性网络和交往性网络，α是截距，ε是模型无法解释

的随机误差，回归系数 b分别表示个体特征、流动特

征和经济地位特征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强度的作

用，即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目标变量每变化一个

单位对农民工三种社会关系网络是弱关系的影响。 

 

三、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一) 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描述性分析 

表 2 给出了农民工三种社会网络的关系属性分

布。总体上来看，城市当地居民在农民工的三种社会

关系网络中所占比例都很小，整体上处于一种群体隔

离状态，朋友关系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重要依赖资

本，不同类型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模式存在较大差异，

农民工的情感性网络主要由朋友关系构成，通常向亲

戚或朋友寻求工具性支持，朋友和同事是农民工在城

市的主要交往对象。具体而言：(1) 当心情不好时，

有 54.5%的被调查对象选择向朋友倾诉，而选择向亲

戚和老乡倾诉的均不到 12%，说明亲缘和地缘等先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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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的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n=9179) 

变量 性质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情感性网络 连续 
1=亲戚；2=老乡；3=朋友或其他； 

4=同事；5=城市当地居民 

2.815 0.848 

工具性网络 连续 2.171 1.120 

交往性网络 连续 3.161 1.058 

个体特征     

性别 类别 1=男；0=女 0.566 0.500 

年龄(35 岁以上)     

15~24 岁 类别 1=15 到 24 岁；0=其他年龄 0.231 0.422 

25~34 岁 类别 1=25 到 34 岁；0=其他年龄 0.349 0.477 

受教育水平 有序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及以上 2.469 0.652 

婚姻经历 类别 1=有；0=无 0.692 0.462 

职业资格证书 类别 1=有；0=无 0.378 0.485 

流动特征     

户籍 类别 1=非本地市；0=本地市 0.399 0.490 

流动时间 连续 0.5=1 年以下；3=1~5 年；8=6~10 年；10=10 年以上 5.573 3.366 

职业稳定性 类别 1=换过工作；0=没有换过工作 0.697 0.460 

居住稳定性 类别 1=换过住处；0=没有换过住处 0.372 0.483 

经济地位特征     

月收入对数 连续 0.693-13.017 7.567 0.419 

工作岗位 有序 1=管理人员；2=技术工人；3=普通员工 2.571 0.712 

 

表 2  农民工三种社会关系网络的属性分布(%)(N=9 179) 

社会关系 

网络 
亲戚 老乡 朋友 同事 

城市 

当地居民
其他

情感性网络 11.67 11.52 58.47 15.63 0.36 2.35

工具性网络 43.36 8.00 33.69 11.15 0.36 3.45

交往性网络 10.30 12.20 32.43 36.52 6.17 2.39

 

性关系不是农民工获取情感支持的主要渠道，这与张

宏文、阮丹青[20]在 1999 年对我国城乡居民社会网的

研究结论相似，即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到家族关系之外

寻求精神支持，与城市居民更倾向于从亲属获取精神

支持的特征相反。同时，被调查对象选择向同事倾诉

的也只有 15.6%，流动后的业缘关系并不能向农民工

提供足够的情感支持。(2) 在经济上遇到困难时，分

别约有 43%和 34%的被调查对象选择向亲戚和朋友借

钱，亲缘关系仍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重要经济资本，

与李树茁等[21, 22, 24]的经验发现一致，同时朋友在农民

工的实际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选择向老乡和同

事借钱的分别只有 8%和约 11%，地缘和业缘关系不

是农民工获取工具支持的主要渠道。(3) 农民工交往

性网络的关系属性分布相对较为平均，约 32%和 37%

的被调查对象选择朋友和同事作为在城市的主要交往

对象，选择亲戚和老乡的分别有 10.3%和 12.2%。相

较而言，农民工在城市交往对象的关系强度差异不大，

突破传统的亲缘、地缘关系界限，选择跟同事、城市

当地居民(6.2%)交往的比例较大，在情感性和工具性

网络中，同事关系分别占 15.6%和 11.2%，“城市当地

居民”均只有 0.36%，说明农民工的跨地域、职业和阶

层流动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事实，极大拓展了其社会

交往范围，社会联系的广泛性显著提高，但“身体”

进城并不代表对城市生活的完全适应和融入，在情感、

经济等维度上农民工与城市社会仍处于隔离状态，弱

关系的资源提供仍显薄弱和不足。 

(二) 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强度结构的回归分析 

农民工从传统熟人社会进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也

是他们拓展和维护其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核心内容

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强关系逐渐被削弱、弱关系的逐

渐生长和扩张。以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为基础，结合以

往研究经验，本研究将从个人特征、流动特征和经济

地位特征三个方面，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考察农

民工三种社会关系网络强度结构的影响因素，具体统

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1. 个体特征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强度结构的

影响 

(1) 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度结构具有明显的

性别差异。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性农民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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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变量 
情感性网络 工具性网络 交往性网络 

b S.E. b S.E. b S.E. 

个体特征       

性别(女) −0.117*** 0.019 0.120*** 0.025 −0.090*** 0.024 

年龄(35 岁以上)       

15~24 岁 0.100*** 0.035 0.238*** 0.045 0.290*** 0.044 

25~34 岁 0.088*** 0.023 0.080*** 0.029 0.174*** 0.028 

受教育水平 0.040*** 0.015 0.014 0.020 0.065*** 0.019 

婚姻经历 −0.059** 0.029 −0.295*** 0.037 −0.016 0.035 

职业证书 0.043** 0.019 0.091*** 0.025 0.080*** 0.024 

流动特征       

流动距离 −0.091*** 0.019 −0.006** 0.024 −0.009 0.023 

流动时间 0.003 0.003 −0.010** 0.004 0.024*** 0.004 

职业稳定性 −0.053*** 0.020 0.001 0.026 0.049** 0.025 

居住稳定性 0.001 0.019 −0.022 0.024 −0.059** 0.023 

经济地位特征       

月收入对数 0.043* 0.024 0.154*** 0.031 −0.094*** 0.030 

工作岗位 −0.026* 0.014 −0.023 0.018 −0.037** 0.017 

常数 2.552*** 0.192 1.243*** 0.250 3.591*** 0.239 

F 13.07 39.05 18.39 

R-squared 0.018 0.052 0.025 

N 9179 

注：*** p＜0.01, ** p＜0.05, * p＜0.1。 

 

情感性网络和交往性网络由弱关系构成的可能性分别

比女性农民工低 11.7%和 9%，但男性农民工的工具性

网络是弱关系的可能性却比女性高 12%。(2) 年龄对

农民工的三种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普遍影响，年龄越大，

由强关系构成的可能性越大。15~24 岁、25~34 岁两

个年龄组对三个因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在0.01水平上显

著，都为正且 15~24 岁组的回归系数更大，说明控制

其他因素后，15~24 岁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由弱关

系构成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 25~34 岁年龄组，35 岁

以上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来自弱关系可能性最小。(3) 

婚姻经历对农民工情感性和工具性网络的强度结构影

响显著，而对其交往性网络的作用不显著。婚姻经历

对情感性和工具性网络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显著，

说明控制其他变量后，与没有婚姻经历的农民工相比，

有婚姻经历农民工的情感性和工具性网络由强关系构

成的可能性更大。(4) 正式学校教育和证书获得对农

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关系构成具有普遍正向影响，但

正式学校教育对工具性网络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数字显示，控制其他因素后，受教育水平越高，

农民工的情感性网络和交往性网络由弱关系构成的可

能性越大；与没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相比，有职

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从弱关系获取情感性、工具性和

交往性支持的可能性分别高出 4.3%、9.1%和 8%。 

2. 流动特征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强度结构的

影响 

(1) 流动距离对农民工的情感性和工具性网络是

弱关系可能性的抑制作用显著，对与弱关系对象经常

交往的抑制作用不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

下，与本地市的农民工相比，非本地市农民工从弱关

系获取情感性和工具性支持的可能性分别低 9.1%和

0.6%，流动距离是影响农民工情感性网络(0.01)和工具

性网络(0.05)的显著变量，但对其交往性网络的影响未

达到显著水平。(2) 流动时间对农民工不同类型社会

关系网络作用不同，对“情感性网络”的回归系数未

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工具性网络”和“交往性网络”

的作用分别在 0.05 和 0.01 水平上显著，但作用方向相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23 卷第 6 期 

 

114 

 

反。从具体统计结果来看，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

况下，农民工在城市的务工时间每增加一年，他们的

工具性网络和交往性网络由弱关系构成的可能性分别

下降 1%和提高 2.4%。(3) 职业稳定性对农民工的情

感性和交往性网络的关系强度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作

用，对其工具性网络强度结构的作用不显著。具体而

言，控制其他因素后，在务工地换过工作单位的农民

工的情感性和交往性网络是弱关系的可能性，比没有

换过工作单位的农民工分别低 5.3%和高 4.9%。(4) 居

住稳定性仅对农民工的交往性网络有显著影响，对其

他两种类型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不显著。其他因素不

变的情况下，与没有换过住处的农民工相比，换过住

处的农民工选择与弱关系对象经常交往的可能性   

更低。 

3. 经济地位特征对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强度结

构的影响 

(1) 月收入水平对农民工三种社会关系网络的强

度结构均有显著作用，但作用大小和方向不同。具体

而言，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工的月收入对

数每提高一个单位，其从弱关系摄取情感性和工具性

支持的可能性分别增加 4.3%和 15.4%，但获取交往性

支持的可能性会降低 9.4%。(2) 农民工情感性和交往

性网络的强度结构有显著的工作岗位差异，在其他变

量不变的情况下，从管理人员到技术工人再到普通员

工，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岗位每下降一个等级，其情

感性和交往性网络是弱关系的可能性将分别降低

2.6%和 3.7%。但工作岗位对农民工的工具性网络没有

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资源提供和保障性功能入手，将农民工的

社会关系网络分为情感性、工具性和交往性三种类型，

并把其放进“强关系——弱关系”的分析框架内，在

进城农民工以培育和发展“弱关系”为理性目标的话

语背景下，通过统计数据分析，探讨了农民工三种社

会关系网络的构成模式，及影响其强度结构的可能性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如下。 

一是三种社会关系网络类型的构成模式存在较大

差异。与以往研究关于农民工“生活地域边界与社会

网络边界的背离”[4]和强关系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

主要依赖资本[5, 11, 12, 15, 22]的结论不同，文章发现农民

工不同类型社会关系网络构成模式不同。亲缘、地缘

等传统性关系不是农民工情感性和交往性支持的主要

来源，但“亲戚”依然是农民工工具性支持的主要求

助对象；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社会资本的业缘关系仅是

农民工交往性网络中的首要关系，其在另外两种类型

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仍占有很小比例。这充分说明了社

会关系网络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与农民工社会融入和

市民化的多层级、分阶段的渐进性特征相似，进城农

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并非具有天然的整体性特征，

而是在实践的动态发展中存在较大的构成性差异，在

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中，先赋性与后致性关系、强关

系与弱关系会呈现不同的分布形态，农民工在城市社

会关系网络的重构因此也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 

二是地缘关系不再是农民工维持社会网络边界的

依据，友缘关系成为农民工的重要依赖资本。在农民

工三种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朋友均占有较大比例

(30%以上)，与张一凡、冯长春[23]对北京市农民工的

实证研究结果一致，与之相反，老乡所占比例均较小

(最高只有 12.2%)，地缘关系的作用开始弱化。这一方

面是由于“朋友”“老乡”概念在日常生活使用中的模

糊性所致。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社会有一种攀亲戚、

讲交情的人际关系现象，“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的社会资本生产和再生产方式普遍盛行，关系密切、

来往频繁非亲属关系的可以称为朋友，一面之缘、有

利可图的也可以是朋友；老乡也是一个充满弹性的概

念，出了门不但同属一个不同级别行政辖区的可以称

为老乡，甚至同一个语言系统、遵循同一套做事标准

的也可以是老乡，所以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

响调查结果。另一方面是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持

续推进的结果，宏观结构性变迁带来农民工社会流动

的基本事实，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也相应

具有了流动性特征，关系网络的内容、结构、规模、

异质性、网络资源含量等指标都发生了变化，先赋性、

强关系的弱化，后致性、弱关系的发展是这一变化的

本质内容。 

三是农民工很难与城市居民建立关系网络，存在

普遍的强弱关系不平衡效应。走出乡土社会、进入城

市生活场域的农民工整体上与城市居民处于隔离状

态，数据显示，仅有 6.17%的被调查农民工选择城市

当地居民作为经常交往对象，甚至在他们的情感性和

工具性网络中城市当地居民所占比例均只有 0.36%。

如果将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度视为一个从强到弱

的连续统的话，除了交往性网络的强度结构稍显均衡

外，强关系在农民工的情感性和工具性网络仍占有较

大比重，说明进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仍具有较强

的同质性和封闭性，资源能力弱，存在普遍的强弱关

系不平衡效应。这将进一步强化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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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内敛性”和“趋同性”，使其囿于内群交往和阶

层内流动而引起群体偏见、歧视、拒斥性认同和社会

地位固化，加剧农民工社会融入和市民化的难度和复

杂性，甚至助长贫困、失范行为等社会问题的内卷化。 

四是除了年龄、教育、工作岗位和劳动时间存在

普遍影响外，农民工的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和经济地

位特征对不同类型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度有不同影响。

与以往研究中发现的女性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含

有弱关系的可能性整体上高于男性的结论不同[22]，男

性农民工的工具性网络是弱关系的可能性要高于女

性，这可能与农民工的经济能力具有普遍的性别差异

有关；教育，特别是职业资格证书获得对农民工从弱

关系摄取社会支持的可能性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印

证了以往研究的结论[25]；年龄越大，农民工的社会关

系是弱关系的可能性越低，说明老年农民工在社会关

系网络重构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这对当前我国的人口

老龄化及劳动力结构转型是个重大挑战；婚姻经历抑

制了农民工的情感性和工具性网络是弱关系的可能

性，说明姻亲关系的加入而使亲缘关系范围扩大，限

制了农民工从弱关系获取情感性和工具性支持的可能

性；事实上，流动时间的增加、单位转换和住处转换

经历并不总是会带来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张和社会资本

的积累，反而会对农民工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网络强

度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客观经济收入对农民工的情

感性和工具性网络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却抑制了其

与弱关系对象经常交往的可能性，印证了以往的研究

结论[26]。 

农民工是当前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弱势群体，

有着顽强的生存能力，活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社会

关系网络是他们流动过程中的重要依赖资本，甚至社

会关系网络的重构过程本身就是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

社会融入过程，融入城市社会关系网络是市民化的重

要标志。为此，本研究建议：(1) 政府作为社会政策

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是进城农民工社会网络重构的

主导力量，应该加快推进城乡二元结构改革，特别是

户籍制度及附着于其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切

实维护农民工权益，在教育、就业、住房、卫生、医

疗等多方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从“生     

存——经济”到“身份——政治”的社会政策转向 ，

从制度上根除城乡差异，消减农民工的社会不平等，

改善农民工的弱势地位，提高其受教育水平和市场能

力。另外，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大多是自发和自组

织的，具有很大的盲目性，通过正式就业渠道的少，

因此，应该完善制度安排、孵化专业社会组织，为流

动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和职业培训，消除和疏导流动

中的社会问题，促进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和劳动力的

合理配置。(2) 作为基层组织的社区是农民工在城市

的落脚点，必须关注到农民工的空间流动性、职业的

不稳定性和分割性，关注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场域中的

“空间实践”，即他们在城市的人际关系状况。在社区

建设中，构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互动机制和交往平

台，调动农民工积极性，针对不同类型农民工群体采

取不同的策略，提高农民工的社区参与，实现农民工

在城市“身份认同”和“空间认同”的双重转变。      

(3) 作为社会网络重构实践主体的农民工个人，也应

积极参加如职业大学、夜校等社会成人教育，参加职

业技术培训并获得证书，提高个人知识水平和职业技

能，增加资本存量。关注务工地的城市建设和社区建

设，积极参加公共活动，发展和维护社会关系网络，

突破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界限，弱化血缘、地缘等先赋

性关系的作用，实现“强关系——弱关系”结构合理

的社会关系的理性化转型。 

作为一项实证研究，本文难免存在一些局限和遗

憾之处：农民工社会关系强度结构的操作化是本研究

的基础，但出于量化研究的要求，只能将原本极具丰

富性和复杂性的概念操作化为几个具体的、相对简单

的测量指标。这样的操作化过程及所采用的分析方法，

由于受研究者学识水平和实际条件的限制，只是多种

可能性研究路径中的一种。另外，此次调查所观测到

的影响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强度的因素是否具有普遍

解释力，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最后，本文旨在

用有限的资料分析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构成模式和

强度结构，而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网络重构是一个充

满多样性的复杂过程，对其实践图式的解释需要进一

步的理论探讨和大样本的追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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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migrant workers’ social networks have received close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as a fundamental 

issue. But the internal components and the strength structure of the networks have been ignored. Based on a survey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ree Inclusions” in Hunan province, the present essay establishes a serie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to discuss the structure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network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large 

differenc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entimental, instrumental, and contact networks in terms of 

resources supply, that geographical relation no longer maintains the boundary of migrant workers’ social networks, that 

friendship relations are becoming important dependable resources, that migrant workers are isolated from city residents, 

where exist widespread imbalance effects between “strong-weak tie,” and that the individual features, flow 

characteristics and economic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in their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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